
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事业的
贡献（1924-1933）
—以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Abstract:

In 1922 the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Research was 

established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hope of realizing a coordinated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years when the For-

bidden City was trusted to a committee that was set up to deal with the 

concerns of the deposed imperial family and in subsequent years when 

the Palace Museum was newly established, the enthusiastic participa-

tion of many scholar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provided guidance to the 

Museum’s early management. Most importantly, they introduced the 

University’s advanced academic ideas to the Museum, molding it into 

a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 with modern scientific spirits,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Museum’s prestigious position in cultural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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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以实践同仁

整理国故的理想。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及故宫博物院成立

初期，北京大学众多学者积极参与，指导了故宫博物院

早期工作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北京大学先进

的学术理念带到故宫博物院，使故宫博物院成为具有近

代科学精神的公共文化机构，从而奠定了故宫博物院在

文化领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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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事业的贡献，学人曾有论及
1
，郑欣淼院长也曾精到地论述：“故宫博物

院成立于 ‘五四’ 高潮之后，北京大学积极参与，对建院起了重要作用，其研究所国学门学术研究的新方法

与风气，对博物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皇宫变为博物院不只是重大的历史变革，又具有用新文化的思想审

视、研究传统文化的意义。”
2
但都仅点到为止，并未深入阐述。在故宫博物院创建时期，北京大学已成为全

国学术思想中心，其对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参与，无疑会深刻地影响故宫博物院早期学术研究风气和精神气质，

对确立故宫博物院在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此问题是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课题，尚有深入阐发的必要。

一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及其学术取向

（一）整理国故思潮的兴起

20世纪初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动摇

了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与此同时，一些西方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得到提倡，“民

主”、“科学” 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结束后，新知识分子们开始反省运动中的不足，尝试以西

方理论为工具，重新估量和批评中国的传统学术与文化。由此，教育界、学术界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研究方

法应运而生，深刻地影响了北京大学乃至全国学术研究的风气。

沈兼士在 20世纪 30年代中曾回顾说：“溯民国二十余年间，北京大学之于研究国学，风气凡三变：其始

乘清季余习，崇尚古文辞；三四年之后，则倡朴学；十年之际，渐渍于科学，骎骎乎进而用实证方法矣。以

为向来文士尽信书之弊，当有以矫之。”
3
此 “实证方法” 即 1919年底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的 “批

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用西方科学的实证方法，“去做一番国故整理的工夫”，这在新文化运动后被赋予了一

种贯通中西的意义，得到北京大学众多文史教授的积极支持与响应，并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学术文化运动。

1922年 1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以实践同仁整理国故的学术理念。根据 1927年印行的《国

学门概略》，可知其内设机构及人员组成如下〔图一〕。

所长：蔡元培 （以校长兼任研究所所长，蒋梦麟、余文灿先后代理）

主任：沈兼士

委员：顾孟余（教务长）、李大钊（图书馆主任）、马裕藻（国文系主任）、朱希祖（史学系主任）、胡适

（哲学系主任）、钱玄同、周作人、蒋梦麟、皮宗石、单不庵、马衡、周树人、徐旭生、张凤举、刘复、陈垣、

李宗侗、李四光、袁同礼、沈尹默

歌谣研究会主席：周作人

明清档案整理会主席：陈垣

考古学会主席：马衡

1	 如朱朱：《80年前的故宫与北大》，《紫禁城》2005年第 5期；吴十洲：《紫禁城的黎明》，第 124～ 135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	 郑欣淼：《故宫·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在台湾政治大学舜文大讲堂的演讲（2009年 10月 9日）》，《故宫学刊》，第 16页，2009年第五辑。

3	 沈兼士：《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第 343页，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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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调查会主席：张竞生（后为江绍原）

方言调查会主席：林语堂（后为刘复）

为进一步网罗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国学门还设立了 “导师”和 “通讯员”，王国维（后退出）、陈垣、钢和泰（俄

人）、伊凤阁（俄人）、柯劭忞、夏曾佑、陈寅恪被聘为导师，通讯员有罗振玉（后退出）、伯希和（法人）、

今西龙（日人）、泽村专太郎（日人）、吴克德（丹麦人）、阿脑尔特（法人）、卫礼贤（德人）、田边尚雄（日人）

等人
1
。另外，受沈兼士推荐，顾颉刚、常惠、台静农、黄文弼、胡盛鸣、庄尚严、楼幼静、欧阳道达、魏建功、

容庚、董作宾等都在国学门担任过助教与干事。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大学中最早创立的一所学术研究机构，在成立后的几年内，所属 5个学会

纷纷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各自学术研究领域积极开拓，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2
。特别是他们对于西方考

古学的引进提倡以及明清档案的整理保护，为日后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提供了学术的准备和实践的经验。

1	 《国学门概略》， 第 1～ 5页，北京大学，1927年印行。

2	 详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 93～ 11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图一  1924 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同仁在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
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三排：常惠、胡适、徐炳旭、李玄伯、王光玮、夏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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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所国学门对新材料的重视

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此句名言早为学界公认。

20世纪初期，欧美、日本学者凭借从中国流失的大量珍贵文物，在研究中不断取得新成果，在某些领域甚

至领先中国。这给刚刚经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学界以强烈的冲击。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曾不无愤慨地说：“窃

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

敦煌石窟之秘籍发见于外人后，法、英、日本，均极重视，搜藏甚夥，且大多整理就绪；中国京师图书馆虽

亦存储若干，然仅外人与私家割弃余剩之耳；又如英人莫利逊文库，就中收藏中国史学上贵重之材料极多，

中国亦无相当机构主持收买，遂为日人岩崎氏所得；近闻已嘱托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整理研究，不久当有报

告公布。”
1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亦云：“欧美之治学术，若历史学、社会学、地质学等，往

往恃古器物为印证。近日日本亦注意于此，不惜巨资潜古器物于吾国者，时有所闻，诚有所重也……则搜求

古器物，其有助于整理国学者甚大。”
2

所以，国学门对于新材料颇为重视，各学会在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上也突破了过去专重纸上材料的局限，

而扩大视野于实物材料。沈兼士指出：“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

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材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辟一新途

径。”
3
将故纸的研究与实物的考查相结合，实乃该所学术研究工作的共同特色之一。

清宫所藏古物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异常珍贵，且从未被公开整理过。1912年至 1924年溥仪 “暂居” 故

宫期间，宫中管理相当混乱，偷盗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建福宫花园及所藏珍宝被付之一炬。为了维持巨大

的日常开支，溥仪不断以赏赐、拍卖典押等形式盗卖宫中物品，大量文物流出宫外。国学门同仁对此颇为关

注，李宗侗与国学门同仁 “常谈到应当开放清宫，使明清两代的史料可以公开研究”。
4
针对溥仪的盗卖行为，

北京大学曾多次予以谴责，设法阻止，并郑重提出将清宫开放，成立博物院的主张。

1922年，上海时事新报及北京各报登载，溥仪为筹措大婚经费，欲将储存在奉天的《四库全书》转卖给日本。

消息甫一传出，北京大学沈兼士、沈士远、单不庵、马裕藻、朱希祖、马衡、钱玄同、周作人等 8位教授联

合署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速起交涉启》，谴责溥仪 “不但毁弃宝书

贻民国之耻辱；抑且盗窃公产，干刑律之条文”，“拟请北京大学速函教育部，请其将此事提出国务会议，派

员彻底清查，务须将盗卖主名者，向法庭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并将原书全部移交适当机关，妥为保管”，

并郑重提出，“紫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亟宜一律由我民国政府收回，

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如此办法，既足以供研究学术者之参考，亦可使帝制余孽稍戢敛其觊觎侥幸之

逆谋……”
5

1	 沈兼士：《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 362页，中华书局，1986年。

2	 《北京大学日刊》，第七二○、七二一号，1920年 10月 20日。

3	 沈兼士：《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 343页，中华书局，1986年。

4	 李宗侗：《我与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关系》，《李宗侗自传》，第 163页，中华书局，2010年。

5	 《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五号，1922 年 4 月 20 日。



314 故宫学刊・2012

1923年 9月和 1924年 9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就溥仪盗卖文物的行为两次致函北洋政府，请 “将

此事提出国务会议，派员彻底清查，务须将盗卖主名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并速请设法将故

宫所藏之器物，悉数由民国收回，公开陈列，以供众览”，以集体的名义表达了北京大学对清宫古物的坚定

态度
1
。

1924年 11月 5日，冯玉祥发动 “北京政变”，溥仪被迫出宫，如何处置清宫大量古物又成为社会舆论的

焦点。1924年 11月 19日，由北京大学代表提议，在京八所高等院校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了《关于清室古物

宝器，要求绝对公开，设法完全保管，并开具清单，宣布中外》的决议，呼吁政府尽早决策
2
。 “北京教育界

的积极态度和严正要求，在客观上支持了摄政内阁变清宫为博物院、图书馆的设想，并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和

促进作用。”
3

二 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工作的参与

（一）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骨干力量

北京大学学者的正义呼声实与冯玉祥、李煜瀛等国民党（或接近国民党）政治人士的思想相一致
4
。1924

年 11月 20日，在黄郛摄政内阁的支持下，北洋政府国务院组织成立 “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清室公产、

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北大教授李煜瀛被聘为委员长，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

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以及清室方面的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 14人为委员，

另有监察员 6人，各院部派助理员会同行事。在此委员会中，政军界代表担当了政治、军事保障作用，汪精

卫为挂名，蔡元培、范源濂为教育界官员代表，鹿钟麟（警卫司令）、张璧（北京警察总监）为军警界代表，

监察员庄蕴宽、吴敬恒、张继则为政界元老，加之清室方面的 5位委员根本没有参与具体点查工作，所以真

正主持实际工作的是以北大学者为主的 43位顾问，其中尤以陈垣贡献最大〔图二〕。

清室善后委员会最初聘任的 43位顾问里，北京大学蒋梦麟、胡适、钱玄同、王星拱、马裕藻、沈尹默、

马衡、皮宗石、朱希祖、单不奄、顾颉刚、黄文弼、徐炳昶、李宗侗、胡鸣盛、欧阳道达、杨树达、叶瀚、

陈万里等 20余人位列其中，后增聘了李书华、马廉等人。在院务维持员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俄国人钢和泰也被聘为顾问
5
。当时参与点查工作的庄严回忆，“因点查工作繁重，故聘请了北京大学文史系

的许多学者为专家顾问，如马裕藻、马衡、袁同礼、徐鸿宝、李宗侗、徐炳昶、黄文弼、容庚、顾颉刚、吴

承仕、杨树达等，几乎天天到会人组，从事点查”
6
。李宗侗也回忆，“顾问中做事最出力者为胡鸣盛，胡君湖

1	 《北大请禁清室盗卖古物》，《申报》，1923年 9月 26日；《北大请禁溥仪拍卖文物》，《晨报》，1924年 9月 23日。

2	 《顺天时报》，1924年 11月 21日。

3	 吴十洲：《紫禁城的黎明》，第 10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4	 早在 1917年张勋复辟时，冯玉祥即认为溥仪为复辟潜在诱因，主张 “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所有宫殿朝房
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5	 故宫博物院档案，1926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职员录》。钢和泰曾在国学门月讲中做题为 “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 的演讲，

参见《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二四九五号，1930年 11月 15日。

6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 31～ 32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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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北大毕业，他等于担任出组的事宜”
1
。委员会中实际负责办理点查事项的专责人员也多来自北京大学。

最初的 4人（庄严、董作宾、魏建功和潘传霖，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全部来自北京大学。除了他们外，之后

又陆续增加了一些北大学生，如傅振伦、单士元等。

委员长李煜瀛为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无政府主义” 倡导者，对出仕任职并无大兴趣
2
。而清室善

后委员会 “会务甚颐，一人实难兼顾”，加之其 “时常离京，会务不宜延搁” 等原因，委员长本应兼任的常务

委员便委托陈垣担任，并委托陈垣随时代理委员会之职〔图三〕。
3
据单士元回忆：“委员会事自委托陈师后，

李煜瀛先生出京出国之事不断，委员长一衔挂名而已，从此故宫一切方针大计，陈师实总其成。当日清室皇

族清朝遗老以及虽在民国为臣宦，而心仍眷恋前朝人，联合一起，日谋扼杀清室善后会员会和筹办博物院事。

如何保护这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大事，陈师首当其冲。”
4
李宗侗也确认了这一点，“清室善后委员会另预备点

查事项，比如点查报告册及出组单等，皆由我及沈兼士、陈援庵两先生所计划。因为当时李委员长不过问委

员会中琐事，这些皆由我们办理。”
5
 

1924年 12月 23日上午，清室善后委员会不畏北洋政府的阻挠，决议开始点查工作，到会签到的 18人中，

1	 李宗侗：《我与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关系》，《李宗侗自传》，第 167页，中华书局，2010年。

2	 黄郛摄政内阁时期，曾有意其出任教育总长，为其婉拒。

3	 故宫博物院档案，1924年，《组织人事类》。

4	 单士元：《回忆陈援庵老师》，《纪念陈垣校长诞辰 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李宗侗：《点查的预备》，《李宗侗自传》，第 178～ 179页，中华书局，2010年。

图二  1925 年陈垣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同仁在故宫合影
左起：容庚、马衡、陈垣、王光玮、沈兼士、胡盛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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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有徐鸿宝、马衡（查报物品名目）、欧阳道达、

胡鸣盛（物品登录）、董作宾（写票）、徐炳昶（贴票）、

魏建功、潘传霖（事务记载）、陈万里（照相）、俞同奎、

杨树达（监视）11人〔图四〕。
1
12月 24日点查正式开始，

北京大学黄文弼（查报物品名目）、董作宾（物品登录）、

庄尚严（写票）、潘传霖（事务记载）、陈万里（照相）、

胡鸣盛、李宗侗（监视）7人参与。通过故宫博物院印行

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担任顾问的

北京大学教授都亲身参与了这项具体工作，而以沈兼士、

朱希祖、马衡、陈垣、李宗侗、袁同礼、沈尹默、徐炳昶、

马裕藻等最为热心〔图五〕。

（二）指导故宫博物院早期业务工作

1925年 9月，清室善后委员会为加紧故宫博物院的创

建，通过了《故宫博物院组织大纲》和临时董事会、理事

会人员名单。临时董事会由地位显赫的军政要人及社会名

流担任，负责重大决策；临时理事会执行全院事务，由 9

位理事组成，北京大学李煜瀛任理事长，陈垣、马衡、沈

兼士、袁同礼任理事。1925年 10月 10日，故宫博物院正

1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 72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图四  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次点查名单图三  1924 年李煜瀛委托陈垣主持会务函

图五  点查乾清宫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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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立，下设二馆一处，古物馆、图书馆（1928年分为图书、文献两馆）为业务部门。因北洋政府政局动荡，

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多次改组，至文物南迁时期，人员变动频繁表一。

表一  故宫博物院早期改组情况
1

时间 故宫改组情况 负责人 古物馆 图书馆 文献馆

1925年10月 故宫博物院成立 理事长：李煜瀛
馆长：易培基
副馆长：张继、马衡

馆长：陈垣
副馆长：沈兼士、袁同礼

图书馆下属文献
部，由沈兼士负责

1926年3月 维持员时期 维持员：庄蕴宽、卢永祥 馆长：庄蕴宽
副馆长：马衡

馆长：陈垣
副馆长：沈兼士、袁同礼

1926年7月 故宫保管委员会
委员长：赵尔巽
副委员长：孙宝琦

1926年10月 故宫维持会
会长：江瀚，
副会长：王宠惠、庄蕴宽

馆长：庄蕴宽
副馆长：马衡、俞同奎

馆长：陈垣
副馆长：沈兼士、袁同礼

1927年9月 故宫管理委员会
委员长：王士珍
副委员长：王式通、袁金恺

馆长：江庸
副馆长：马衡

馆长：傅增湘
副馆长：袁同礼

文献部改为掌故部

1928年6月 国民政府时期
院长：易培基
秘书长：李宗侗

馆长：易培基
副馆长：马衡

馆长：庄蕴宽、江
瀚（1930年3月）
副馆长：袁同礼

文献馆正式成
立，馆长：张继
副馆长：沈兼士

1933年7月 国民政府时期 院长：马衡 馆长：马衡 馆长：袁同礼 馆长：沈兼士

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曾指出：“他们（指北大教授，作者注）是一批行政方面执行经常事务的人

……如李宗侗（玄伯）、沈兼士、马衡（叔平）、袁同礼（守和）、俞同奎（星枢）五位，都是后来故宫博物

院掌握实权的人物，都是北大当时的重要教员。此外，易培基（寅村）、庄思老、张继（溥泉）、江瀚（叔

海）同我，则都是以政治地位的外串，在当时并没有掌握内部的行政。”
2
此话虽是吴瀛所说 “学风官风” 的较

量，显然另有所指，但也反映了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实际情形。以 “政治地位客串” 的李煜瀛、易培基、庄蕴宽、

江庸、张继等人，因政治局势的变动，仅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故宫事务，且多为兼任，具体事务由副馆长负责。

陈垣、马衡、沈兼士、袁同礼、俞同奎、李宗侗为代表的北大教授主持了各馆工作。在 1933年文物南迁之前，

马衡一直担任古物馆副馆长，具体负责古物馆的工作；图书馆的情况也类似，陈垣、沈兼士、袁同礼主持图

书馆的工作。1928年 10月，在陈垣的建议下，故宫单独设置文献馆，以管理明清档案。正是在北京大学诸

位学者的指导下，在文物南迁之前，故宫博物院进入黄金的发展期，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无论古

物馆，还是图书馆（文献馆）工作，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痕迹。

1. 古物馆

古物馆是故宫博物院的宫廷珍宝宝库，门类繁多，且数量惊人。马衡完善了古物馆内机构的设置和业务

的划分，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领导古物馆同仁积极布置陈列展览及进行文物清点与

整理、传拓与刊印等工作，成绩显著
3
。

马衡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工作成绩，无不得益于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的工作经验。北

1	 主要参考陈曦：《风雨路飘摇—建院后的坎坷前行》，《紫禁城》2005年第 5期；吴瀛：《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故宫博物院
档案，《组织人事类》，1926年 12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职员录》。

2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 62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3	 详见郑欣淼：《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 50周年》，《故宫与故宫学》，第 34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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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古学会成立于 1924年 5月 24日，由考古学研究室下的古迹古物调查会发展而来。马衡为主席，马衡、

沈兼士、陈垣、袁复礼为常务干事，北大文科毕业生黄文弼、庄尚严、傅振伦先后任助教，容庚、董作宾等

非北大毕业生为事务员。该会一方面从事古器物、古美术品的收集与整理，一方面出版有关古器物的著述与

图录。其所收门类包括金类、石类、甲骨、玉类、砖类、瓦类、陶类、封泥、壁画等多个门类，数量众多。

对于这些古物，马衡先生拟定了古物登录分类编目办法。“凡收到的古物，都先行登录于总登记簿，注明品名、

件数、年代、尺寸、重量及来源、价格，然后分类编目，写成卡片两份，一存办公室，一存陈列室”。而 “陈

列室及库房都定期打扫、整理。陈列室和库房，每经打扫一次，必把柜、匣用封条加封，柜门、橱门以及办

公室外门，也照库房及陈列室办法封锁”。“这是马衡先生所定的慎重保护文物的制度，其后他任故宫博物院

院长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都推行这种方法，形成了一种制度”。考虑到 “古物经久，每易亡佚，后人当

以不能见其文字及形象为憾”，北大考古学会藏品，“有应传拓者，都拓形、摹字为拓片，定价出售。有之需

修整、照相、拓字者，分别交古董铺、照相室及拓工进行”。而在出版方面，据国学门同仁统计，1927年以前，

考古学会已出版的书籍有《考古学室藏器目录》、陈万里《西行日记》，此外，已整理而尚未付印的，包括《甲

骨刻辞》、《封泥存真》、《古明器图录》、《兴化寺壁画考》等。另外，在李宗侗的建议下，考古学会亦仿欧美

保存古物的办法，建立起一个古物陈列室，以便北大学生及校外人士参观研究。

正如傅振伦所言：“北大考古学会是一座具体而微的博物馆”，“考古学会实是具有博物馆性质的组织，也

可说是大学博物馆类型的博物馆的雏形”
1
。1923年 12月 18日，胡适参观过国学门新大楼后，在日记中留下的

一段话亦为佐证。胡适写道：“到研究所国学门照相，参观展览各室。这几个月内，沈兼士、马叔平诸位竟

办成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将来的希望甚大。” 
2

2. 图书馆（文献馆）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北京大学已直接参与了明清内阁档案的整理和保护工作。1922年 5月，在沈兼

士、陈垣、马衡、朱希祖的努力下，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历史博物馆剩余的四分之一明清内阁档案委托北京大

学进行整理。为此，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与史学系、国文系的教授，共同组成一个整理档案会，从事档案

整理和出版。1924年 9月，该会改称 “明清史料整理会”，由当时刚辞去教育部职务的陈垣出任主席。这为

今后北京大学诸位教授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籍文献的整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故宫博物院的古籍文献整理工作，

“仍以两先生（指陈垣、朱希祖）在北大 ‘明清史料整理会’ 的经验为准绳”
3
。

对故宫博物院古籍文献整理工作贡献最大的是陈垣和沈兼士。他们先同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又

在 “清室善后委员会” 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馆）任职。陈垣在被聘为 “清室善后委员会” 委员后，“除

了在北京大学教课外，就去紫禁城办公”，他 “特别注意的是文献、图书，因有些书是宫外无从见到的。他

带着北大学生清点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久久伫立在早已闻名的文渊阁上”
4
。据朱家溍回忆，“以寿安宫为图

书馆馆址就是援庵先生选定的，因为这座宫的周围楼房相连百余楹，干燥通风易于藏书。当时《四库全书》

1	 以上参见傅振伦：《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傅振伦文录类选》，第 819～ 826页，学苑出版社，1994年。

2	 胡适：《胡适日记手稿本（四）》，1923年 12月 18日条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3	 傅振伦，《陈垣先生与古籍、档案整理》，《傅振伦文录类选》，第 394页，学苑出版社，1994年。

4	 刘乃和：《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励耕承学录》，第 107、10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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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贮在文渊阁，‘天禄琳琅’的宋金元明版书收贮在昭仁殿，《宛

委别藏》收贮在养心殿，《四库荟要》收贮在摛藻堂等。援

庵先生主张这些书应在历史上的原藏地点保管，而把分散的

书集中在寿安宫书库”
1
。故宫图书馆书库分善本、殿本、经部、

史部、子部、集部等，同时，图书馆还设有阅览室，举办的

展览按其性质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保存原状的展室，

如文渊阁等处；二是新开辟的展览室，如设在寿安宫英华殿

后等〔图六〕 。
2

沈兼士一直担任图书馆副馆长，后任文献馆馆长。1935

年，沈兼士撰写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很好

地体现了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在古籍文献整理方面的传承

关系。“我们从前在北大整理档案的时候，大部分精力和功

夫，均耗费在初步的形式和整理上面。……那时候的经费太

少，所以方法上仍有不少的缺点”，故宫文献馆则吸取北大

的经验，制订出更完善的整理规则，实行 “普通之整理”。“分

北平现存史料军机处之照会、函电，内阁大库之黄册、档册、

内务府之各种档案为若干组，同时整理”，“先因名以立类，再即类以编目”。此外，重视与整理档案编目互为

关系且几乎同样重要的工作—编撰与陈列。编撰包括编刊各项史料，以资流传，供远方学者之研究参考；

编制档案中所藏各项大事的索引，以替代旧式纪年本末体的史书；汇集档案的名称及所用专辞，加以考释；

以档案校订官书及私人的著作。陈列一为普通陈列，二是专门陈列
3
。在沈氏的指导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

档案工作建立在较为科学的方法之上，成绩斐然。例如，将文献馆所藏清内阁之黄册六千册，再取北大及 “中

研院”史语所所藏黄册重加整理，汇编成《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足见在新的档案整理方法下的成果。

三 北京大学先进理念对故宫博物院的影响

（一）“独立不倚”、“兼容并包”的办校宗旨

北京大学虽属国立性质，但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并不融洽。蔡元培主持校政时，以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

兼容并包主义” 的宗旨治校，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繁荣。“五四” 运动时，为抗议北洋政府干涉校政，

蔡元培校长愤而辞职，关系紧张之时甚至公开宣布：“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联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大

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联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政客官僚摧残教育之计划且

1	 朱家溍：《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故宫退食录》（下），第 73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 90～ 91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3	 沈兼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 346～ 348页，中华书局，1986年。

图六  陈垣在故宫 藻堂前
陈垣题字：“在故宫发见《四库全书荟要》一万四千册时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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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未已”，“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
1
。 20世纪 20年代起，北京大学许多教授参与了

因争取教育经费而起的教潮与学潮。在 1925年 10月至 12月的示威活动中，北京大学朱家骅、顾孟余、徐炳昶、

李宗侗、沈兼士等 10余位教授参加了反政府游行。在 1926年 “三·一八” 惨案中，蒋梦麟、朱家骅、马叙伦、

马裕藻、沈兼士、陈垣、李宗侗、徐炳昶、周树人、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均被列在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名单上。

而这份名单上，故宫博物院的李煜瀛、易培基也同样在列。

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李煜瀛，在商组 “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 时，就明确提出 “须多容纳几分社会

及公开性质，不作为官办。……委员长与委员不用任命而用聘任，并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

后又提出故宫博物院的 “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
2
。李宗侗回忆：“这个委员会可以说是

半官性质，而李先生（指李煜瀛，作者注）亟力反对把它组成一个衙门，所以对各委员皆用聘书，不用命令。”
3

后来组建的故宫博物院，其主持人员多为国民党人士（如李煜瀛、易培基）、倾向民主的北洋政府官员（如

庄蕴宽、吴瀛等）及北大学者。他们在主持故宫博物院期间，基本与北洋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竭力维持故宫

的独立性。1926年，故宫院务维持员时期，故宫经费短缺，段祺瑞提出可以给予部分经费支持，维持员庄蕴

宽为避免政府借此插手故宫事务，没有接受拨款，而是以私人名义向银行借贷 3万元来维持院务。维持会时

期，故宫博物院甚至计划处分金砂、银锭、茶叶等物资。对于北洋政府的蛮横行为，故宫博物院同仁坚持原

则，进行了坚决地斗争。1926年，西北军退出北平，故宫一时无负责守卫的队伍，只得由内务部警卫队掺入

一部分古物陈列所警卫队合组守卫队，队长由内务总长派遣，报上也载内务部接收故宫博物院。此时，陈垣

不承认是借用内务部的卫队，坚持为 “今天我们自练守卫队成立之期”，其言甚为明显，即反对北洋政府内

务部借此控制故宫
4
。故宫保管委员会时期，清室旧臣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急于接手故宫。面对这

种局势，庄蕴宽会同故宫同仁发表三项声明：一是故宫不发还溥仪，不变卖，不毁灭故宫；二是必须逐件逐

项进行点交，严格履行接受手续；三是要发起监督同志会，负责办理交接监督事宜。由于陈垣拒不妥协，竟

被赵、孙指使的宪兵逮捕。

（二）“公开一切”的学术理念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与整理工作，秉承着档案资料应对外开放、供学者共同利用的观念。他们

曾批评古物陈列所 “所藏物品，无档册目录可见；参观者摄影固不许，铅椠写记亦不容，俨入禁地，屏息而

行。所谓陈列又如斯而已乎”，“仅以瞬息之窥见，不任为细密之研究”
5
。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流传课，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传拓铜器的细则和钤拓古印的规定。

凡是经过审定有价值的古器物文字，均付传拓，以资研究流传。从 1929年到 1932年，传拓达上百种，把藏

有秦汉铜印一千余方的《金薤留珍》钤成印谱。为了刊印书画铜器等古物，古物馆 1928年春设立文物照相室，

1	 蔡元培：《致北大教职员函》、《致北大学生函》、《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载《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 326～ 329页，浙江教

育出版社，1998年。

2	 李煜瀛：《故宫博物院纪略》，《故宫周刊》，1929年创刊号。

3	 李宗侗：《我与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关系》，《李宗侗自传》，第 167页，中华书局，2010年。

4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 94～ 9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5	 《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对于内务部古籍古物暨古迹保存法案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五一二号，1924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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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玻璃室、暗室，为古器物摄影，出版了

多种专辑图录
1
。

20世纪 30年代，为了出版需要，专门

设立了故宫印刷所，所内有珂罗版、凹版、

铜版、石印、铅印、彩印、照相等相对完善

的技术设施，印制出的刊物和书籍，在当

时均为一流水平
2
。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大量刊

物，艺术类如《故宫周刊》、《故宫》、《故宫

书画集》，历史类如《掌故丛编》（后改为《文

献丛刊》）、《史料旬刊》。以上刊物，具有常

年出版，封面或刊头相对稳定，版面或栏目

固定，内容连贯等典型的期刊特点，而且都

以刊发各类资料为己任，每期汇编数篇文献，内容具有原始性和新颖性，对博物馆界、学界及整个社会影响

很大，居于早期刊物的主流地位。同时，纵观早期各刊的编辑主旨，皆表现出强烈的公众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以及将传统文化尽快向社会公布的紧迫感
3
。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陈垣和沈兼士两位先生的指导是密不可分的。“援庵先生主张赶快公布档案史料，供

学术界研究，就从《掌故丛编》开始，后来改称《文献丛编》。又编印一种《史料旬刊》。援庵先生认为，公

布档案史料不必耽搁时间，搜寻某一历史事件的全部档案，根据档案原来次序发排，十天出版一册，如果原

来档案不缺的话，将来总会出齐；采用线装，可以给不同读者根据不同需要时拆散重装。学术界需要故宫博

物院加速公布资料，故宫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利用资料写出有价值的文章，当然会受到社会上的欢迎，但更

迫切需要的是前者”〔图七〕。“沈兼士和陈垣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继续坚持十天出版一册《史料旬刊》。抗

日战争，古物南迁，也包括历史档案，他们预料这个旬刊将要中断。为了加紧出版旬刊，必须缩短周期，在

沈兼士的领导下，节省去了档案抄录过程，直接由排字工人看档案原件排字，为了保证档案原件的完整与清

洁，即不能有半点损坏与玷污，就派馆员手持档案原件站在排字工人身旁，供排字工人排字，同时馆员负有

校对责任”
4
。

（三）考古学等西方科学理论的引入

整理国故思潮主张用西方科学方法对国故进行一番系统的整理与再认识。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看，它既不

同于一些保守人士的 “恋古情节”，也不同于大多数新派人物 “不破不立” 的思维模式，而主张立足 “评判的

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这样一方面继承了新文化运动

1	 郑欣淼：《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 50周年》，《故宫与故宫学》， 第 352～ 35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2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 90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3	 参见朱赛虹：《故宫早期刊物的特色及其历史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 5期。

4	 朱家溍：《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故宫退食录》（下），第 731～ 73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图七  故宫博物院同仁在整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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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深化了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虽然存在着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等诸多弊

端，但毕竟代表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新风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实际效果来看，整理国故运动以开放的

胸襟迎接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广泛地运用于国学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了国学研究的视野与

范围，冲破了传统学术观念的多种束缚，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
。

研究所国学门对西方近代考古学的提倡与实践即为典型代表。1923年 5月 24日，研究所国学门于考古

学研究室下设立了古迹古物调查会，其宗旨是“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的遗迹及遗物”
2
。

可以说，它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中国学者组成的考古学团体。他们在不断收集古器物之际，也尝试开展

了多次古迹调查工作，并计划从事古迹发掘。这既不光为我国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也为文物历史类博物馆

的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石。在此之前，我国传统金石学是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研究物件的一门学

问，其致力于文字资料的著录和考证，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虽与西方考古学有众多相通之处，但两者在

产生的社会基础、研究过程中的文化环境以及研究目的、办法、手段等方面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以传统金石

学为指导思想，则博物馆必定办成一种封闭式的，仅供少数人把持赏玩的斋室式收藏，即使到了近代，也不

过一 “古董店” 而已。西方考古学则是一种开放式的，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科学分析为依据，并以近

代科学成就为观察手段的新型学科
3
。它是面向社会大众，向广大群众开放的，是以全面展示人类古代社会历

史的一门科学，有着严格的工作方法和原则。以此为指导，势必会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博物馆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四 小结

总之，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事业的支持和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和发展提供

了人才方面的保障，而且以先进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故宫博物院，使其得以真正肩负起典守文物和服务公众

的重责。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亦然，作者注）是集合学校与政府机关的

全体参与人员合作的”
4
。除了北京大学外，北京高校甚至与北京大学学术观点相左的，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

（如陈去病、柳诒徵、顾实）也都参与其中。确切地说，“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其实质是中国的精英力量，在

五四之后所作的一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践”
5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国民党及倾向于国民党的政治人士的

支持，如黄郛、庄蕴宽、江瀚、吴瀛等，甚至在故宫博物院历史上颇为 “负面” 的张继，也为故宫博物院的

存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北京大学追求进步的学术理想相一致，支持

了北京大学先进理念的实施。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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